
 

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曾浩，余瑞祥，左桠菲1，丁镭2 

【摘要】：运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计量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总

体上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差异呈现出先增大再缩小的发展趋势。长江经济带经济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高值和低值集聚现

象显著，“高高”集聚较稳定在长三角地区，“低低”集聚有向分散的趋势发展；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两个阶段市域经济的影

响因素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得出财政收入和人口密度在两阶段由第一阶段的负效应作用转变成了第二阶段的正效应作用，财

政支出在第一阶段的正效应作用转变成了第二阶段的负效应作用，经济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两阶段都起着正效应作用，两阶

段中固定资产投资的正效应都为最大，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和固定资产投资正效应作用上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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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已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为重要的区域之一，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仍然具

有巨大潜力，长江中上游地区是经济带发展的广阔腹地，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市场
［1］

。长江经济带战略构想从1980年代就开始被

提出，陆大道院士于1984年9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经济地理和国土规划学术讨论会上作了“2000年我国工业布局总图的科学

基础”报告，在报告中初步提出“点—轴”开发理论和我国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型宏观战略
［2］

，1986年5月正式发表

在《地理科学》
［3］

，这一主张被《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所纳入
［4］

。1990年代长江经济带被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实践中，但

此阶段发展侧重点是从流域经济的战略高度，强调以浦东开发、三峡建设等大型工程为发展契机，重点是发挥上海对流域其他

地区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并依托沿长江沿岸发展的中心城市来建设长江经济带
［5］

。2014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作为推动发展的战略支撑”，“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李克强总理2014年4月

28日在重庆调研时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2014年9月25日国务院又正式发布

了《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1］和《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

长江经济带的建设由此进入加速推动阶段。纵观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流域经济的开发是一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

重点，如莱茵河、密西西比河、伏尔加河等的开发。区域经济差异是非均衡发展的普遍地理现象之一，由于在1980年代开始国

家就率先启动了沿海开放开发战略，沿海经济开放带整体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而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部，与沿海经济开放

带相比，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 

从已有研究来看，早期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的方法
［6-7］

，在定量研究上刘岳平等得出长江上游经济带

经济增长有缩小的趋势，并通过分形理论认为差异将继续呈现收敛趋势的结论
［8］

；刘伟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 2002年长江经济带

41个地市进行了经济发展差异测度，认为国家政策、经济基础和偶然因素是经济差距拉大的原因
［9］

；赵琳等对长江经济带 7 省

2 市进行了时空分析，采用 GDP 这一指标的比值进行研究
［10］

。地理学第一定理认为地理事物或属性在空间分布上互为相关
［11］

。

本文与之前的研究不同在于加入空间视角的方法，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 1999—2012年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时空格局演变

进行研究，再结合空间计量方法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便能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时空格局演变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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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得到正确的认识。 

1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区域 

本文的研究区域是依据2014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1］

中发布

的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长江经济带覆盖省（市），以市域为研

究单元，以2012年的行政区划为基础，对相关调整的区域进行合并处理，从而保证研究区域的全覆盖和数据上的连续性，主要

涉及9省2市所辖的127个地级及地级以上级别城市。 

1.2 研究方法 

1.2.1 Theil 系数。Theil系数适宜于进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测度分析。本文运用 Theil系数来反映长江经济带各市

域单元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程度，Theil系数值越大，表明长江经济带各市域单元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反之，差异越小。

计算公式
［12］

为： 

 

式中：T 为Theil系数；n 为长江经济带市域单元的总个数；yi为i 市的GDP占长江经济带总GDP的比重；Pi为i 市人口数量

占长江经济带总人口的比重。 

1.2.2 空间自相关。Theil系数可以反映长江经济带各市域单元总体经济差异状况，但不能对长江经济带各市域单元经济时

空格局演变进行考察，因此需引入空间自相关的方法来验证长江经济带各市域单元及其相邻单元间经济发展是否具有显著相关

性。 

①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从整体上分析长江经济带这一区域总体的空间关联与空间差异程度。常用的度量统计

量是全局 Moran’s I指数值。计算公式
［13］

为： 

 

式中：xi、xj分别是长江经济带市域单元 i 和市域单元 j 的人均 GDP值；wij是空间权重矩阵，用来揭示各市域单元之间的空间

联系，当空间相邻接时，wij 为 1，不邻接时为 0； 。采用标准化统计量 Z 来检验空间自相关的显著性水平，

由于 Moran’s I 的取值范围为［-1，1］，Moran’s I 值大于 0 表示长江经济带各市域单元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正相关，经济发

展水平相似的市域单元在空间上呈显著集聚；Moran’s I值小于 0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Moran’s I 的值等于 0表示在空间上

呈现随机分布的状态。 

②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尽管可以从整体上对长江经济带市域单元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进行表征，但是



 

对小范围内局部的异质性不能很好地揭示，因此需要引入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来检验长江经济带各市域单元局部区域是否存在

相似或相异
［14］

。本文选用的具体度量指标是局部 Moran’s I指数（或称 LISA），计算公式
［13］

为： 

 

式中：zi、zj 分别表示长江经济带各市域单元人均GDP值；wij是空间权重矩阵。 

1.3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与变量选择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内的经济差异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异的一个缩影，长江经济带区域内的自

然条件奠定了经济发展差异的客观基础，但从发展历程上看，国家的区域开发政策导向、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区位和资源禀赋

状况等是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
［15］

。对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影响因素的分析需构建基于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

以此来进行定量分析。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的估算方法是将滞后变量引入模型中，经济学含义是某一市域单元的经济发展

水平可能潜在地受周边市域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制约
［16］

。空间误差模型（SEM）的扰动项体现出样本的空间相关性，当空

间关联通过被解释变量忽略了地区间的相互作用因所处相对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时，可以假设空间关联通过误差过程产生，此

时应将空间误差回归模型作为检验空间关系的模型
［16］

。 

本文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后，从数据的可得性出发，着重从经济指标来探讨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差

异的影响因素。以人均 GDP 来表示市域单元经济发展水平，并选取了财政收入和支出（衡量市域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投入和

调控，以 CZSR代表各市财政预算内收入占 GDP比重，以 CZZC代表各市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人口密度（RKMD 衡量潜在的市

场规模）；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 DECY 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DECY 来衡量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投资（是拉

动地区生产总值提高的重要动力，用固定资产投资额 GDZC 来表示）；劳动力（以三次产业从业人数 SCCY 来衡量劳动力在市域

经济发展中作用）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为减少数据的波动和降低模型的异方差性，在做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之前对所有变量

指标的数据均采用自然对数进行处理。 

因此，本文根据上述变量选择及空间计量模型的基本形式，分别构建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滞后模型（SLM）

和空间误差模型（SEM）两种计量模型，具体两种模型形式如下： 

① 空间滞后模型（SLM），模型构建为： 

lnAGDPit =β0 +β1 lnCZSRit +β2 lnCZZCit +β3 lnRKMDit +β4 lnDECYit +β5 lnDSCYit +β6 lnGDZCit +β7 lnSCCYit +ρW lnAGDPit 

+εit 

式中：ρ 是空间自回归系数；W 是空间权重矩阵，WlnAGDPit是空间滞后变量；ε 为随机误差项。②空间误差模型（SEM），

模型构建为： 

lnAGDPit =β0 +β1 lnCZSRit +β2 lnCZZCit +β3 lnRKMDit +β4 lnDECYit +β5 lnDSCYit +β6 lnGDZCit +β7 lnSCCYit +εitεit =

λWεit +ui 

式中：ρ 是空间误差自回归系数；λ 是空间误差移动平均系数；Wεit 是空间滞后误差项。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区域

经济统计年鉴、长江经济带涵盖的9省（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2013）。 



 

2 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格局演变分析 

2.1 总体演变分析 

根据1999—2012 各年的统计数据，应用公式（1）计算得到长江经济带市域单元的Theil系数值，并利用ArcGIS10.2软件计

算得到全局Moran’s I指数值及其相关参数值（图1）。根据Theil系数值的结果，可大体分为两个阶段：①稳定上升阶段：Theil

系数值从1999年的0.120874稳定上升到最大值2006年的0.159784；②持续下降阶段：Theil 系数值从2006 年最大值持续下降至

最小值2012 年的0.127438，且Theil系数值下降时的速度大于上升时速度。Theil系数值的变化趋势表明，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

呈现出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市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向趋于均衡的状态在发展。全局Moran’s I值远离期望值E（I）（-0.007937）

并为正数，Z检验值远大于2.58（99%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区域内部存在着显著的集聚现象。全局Moran’s I值由1999 年

的0.484402 稳步上升到最大值2006 年的0.5573，表明在该时段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市域经

济呈现较强空间集聚态势，并且在此时段内空间集聚正相关性在不断扩大；Moran’s I值从2006年开始又波动性下降至2012年

的0.462008，表明此时段内长江经济带经济差异总体相关性呈现出波动中减弱的趋势；而整体上研究时段内1999—2012年长江

经济带市域经济始终表现出较好的空间正相关性，但整体集聚由不断扩大向缩小趋势进行发展，说明1999—2006年市域经济发

展在空间上集聚不断增强，而2006—2012年呈现出降低的态势。 

结合 Theil系数和全局 Moran’s I值两个结果，得出以下结论：研究时段内（1999—2012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差异以 2006

年为时间节点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整体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但有向弱化发展的整体趋势。 

 

2.2 局部差异分析 

2.2.1 时序分析特征。以长江经济带全区域的人均 GDP 值为参照，以各市人均 GDP 与全区域人均 GDP 的比值大于 1.5 倍，

1~1.5 倍，0.5~1 倍和小于 0.5 倍的标准分为高水平区、中高水平区、中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 4 个等级
［17］

，各年份 4 个单元区

数目变化如图 2。由图 2 可知，低水平区数值波动性较大，1999—2003 年数目持续上升，达到最大值 37个后开始持续下降，至

2012 年降至最低值 24个；中低水平区处于持续波动状态，1999—2002 年数目持续下降至最小值 50后又缓慢回升，持续到 2010

年又出现小幅下降后回升至 2012 年的 56 个；中高水平区在经历 1999—2009 年的持续平稳后迅速提升至 2012 年，末期比初期

数量增加了 7个；在高水平区变化幅度最为平稳，处于微弱中减少，末期数目比初期减少了 2个为 24 个。总体来看，1999—2012

年低水平区数量明显减少，而中高水平区数量增加最为明显，中低水平区数量微弱增加，高水平区数量微弱减少，说明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差异有所减弱。 



 

 

以初期1999年和末期2012年为时间节点，将长江经济带市域人均GDP分布状况的4种类型进行可视化表征
［17］

（图3）。总体

上看，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长三角地区、中西部的省会城市以及资源型城市，2012年与1999年相比数量上有所减少；中

高水平区大都分布在高水平区的外围地区，2012年与1999年相比数量上增加最为显著；中低水平区分布最为广泛呈现出片状分

布特征，2012年与1999年相比有微弱增加；低水平分布区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及中部零星几个城市，分布较为稳定，2012年与

1999年相比有减少趋势，且分布大都远离高水平区。 

 

2.2.2 局部演变分析。选取1999、2006和2012年3个时间断面作为研究节点，通过ArcGIS10.2软件得出长江经济带各市域单

元人均GDP的LISA集聚图（图4）。从图4可以看出，1999年呈现“高—高”集聚格局的市域单元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分布城

市为上海，安徽东部的马鞍山，江苏南部的扬州、南京、镇江、常州、南通、无锡、苏州，浙江的湖州、嘉兴、杭州、绍兴、

宁波、金华、台州和舟山，共17个城市；呈现“低—低”集聚格局的市域单元主要集中在西南的云贵地区，具体分布在云南的

怒江和昭通，贵州的毕节、六盘水，安顺，黔西南、黔南、黔东南和铜仁，共9个城市；2006年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高”集

聚格局的市域单元在1999年的基础上增加了泰州、芜湖、铜陵和温州，达到21个城市，而“低—低”集聚格局的市域单元分布

与1999年相比呈现出更加集聚的状态，减少了怒江和六盘水，但同时增加了遵义，共8个城市，贵州的省会城市贵阳被“低—低”

集聚格局的市域单元所包围；2012年“高—高”集聚格局的市域单元与2006年相比少了台州和温州，但增加了合肥，总数与2006

年相比少了1个，为20个城市，还是稳定分布在长三角地区，但“低—低”集聚格局与1999年和2006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呈现

出零散的分布特征，分布在云南的保山、临沧，贵州的毕节、铜仁和黔东南，数量减少为5个城市。 

由 LISA图的结果可以得出：“高—高”集聚格局较稳定的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变化幅度较小，而“低—低”集聚格局分布

发生了大的转变，由集聚式分布向分散式分布进行转变，集聚态势在减弱。 



 

 

3 市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总体空间格局演变是以2006年为时间节点，前后两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而2006 年是国家“十一五”

时期（2006—2010年）的初始年，表明从“十一五”时期开始长江经济带的市域经济差异开始不断缩小，在此之前市域经济差

异呈现着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本文以2006年为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影响因素发生变化的时间节点，将研究时段分两个阶段

（1999—2005 年，2006—2012年）来分析经济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以及两阶段的影响因素的不同之处。 

在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因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拟合时本文首先应采用ADF-Fisher 和PP-Fisher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

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选用的因变量和解释变量都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对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若采

用最小二乘法，系数估计值会发生有偏或无效，因此本文采用Anselin和Rey［19］提出的利用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的拉格

朗日算子及其稳健形式来区分两种模型的检验，具体原理是LMLAG和LMEER 分别检验空间自相关滞后模型和误差模型，R-LMLAG 

和R-LMEER 是对拉格朗日算子稳定性检验的必要补充，若LMEER比LMLAG在统计上更为显著，同时R-LMEER 显著而R-LMLAG 不显



 

著，则可以断定空间误差模型是恰当的模型，反之则选用空间滞后模型
［16］

。两阶段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影响因素空间计量结果

见表1。 

通过对回归结果的检验，两阶段在采用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时，结果显示LMEER比LMLAG在统

计上更为显著，并且它们的稳定性检验的结果也保持着一致的变动，因此两阶段都应选择空间误差模型（SEM）更为合适。根据

两阶段的R2和Log-Likelihood结果可得，两阶段SEM模型中的空间固定效应模型都优于其他模型。因此，选择SEM空间固定效应

模型为两阶段市域经济影响因素的判定模型。 

从表1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两阶段结果来看，两阶段的经济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①第一阶段的财

政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而第二阶段的回归系数为正，两者都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财政收入在第一

阶段呈显著的负效应，财政收入在第一阶段（1999—2005年）对经济发展并未起到推动作用；而在第二阶段（2006—2012年）

呈显著的正效应，同时二阶段的财政收入回归系数值在所有解释变量中除固定资产投资外为最大，表明财政收入第二阶段时是

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②第一阶段的财政支出（CZZC）与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而第二阶段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

的回归系数为负，两者都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第一阶段的财政支出回归系数值是除固定资产投资外为最大，表明财政支

出在第一阶段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在第二阶段时并未继续起到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③第一阶段的人口密度

（RKMD）与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为负，而第二阶段的回归系数为正，两者都仅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口密度对经济发展

在第一阶段并未起到促进作用，但在第二阶段时带动了经济发展，转换为正效应作用。 

 

两阶段在经济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都保持一致。经济结构中所包含的第二产业比重（DECY）和

第三产业比重（DSCY）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在第二阶段时回归系数值比第一阶段都

有所增加，其中第二产业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值由 0.0202 增长到 0.0480，第三产业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

值由 0.0373 增长到 0.1877，增长幅度较为明显，表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在两个阶段对经济发展都起着推动作用，并且

这种推动作用也持续上升。固定资产投资（GDZC）与经济发展回归系数为正且由一阶段 0.4582扩大到二阶段的 0.5375，两阶段

都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在两阶段都对推动经济发展起着正向作用，并且在第二阶段对推动经济发展的



 

正向作用比第一阶段有所增大，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在两个阶段都产生了较大的投资效率，同时在这两阶段上对经济发展起着重

要的影响作用。 

4 结论 

本研究运用Theil系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得出

以下结论： 

第一，研究时段内（1999—2012年）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差异以2006年为时间节点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研究时段

内始终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市域经济高值和低值集聚的现象较为显著，“高高”集聚地区较为稳定在长三角地区，而“低低”

集聚格局经历了由向集聚发展后再向分散式发展的过程，集聚现象有弱化的趋势。 

第二，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两阶段市域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得出财政收入和人口密度在第一阶段时

起负效应作用，但在第二阶段时转变成正效应作用，财政支出在第一阶段起正效应作用，但在第二阶段时起着负效应作用。经

济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两阶段都起着正效应作用，并且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正效应上升明显，三

者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持续扩大，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在两阶段的正效应都为最大。 

第三，通过研究发现研究时段内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差异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这与威廉姆斯的倒“U”型理论、弗

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的观点“区域经济差异总体上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20-22］

。

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空间演化在2006年开始发生转变，差异由扩大向缩小进行转变。2006年是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起始之年，

中部崛起6省范围内的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4省就位于长江经济带的范围内，这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缩小差异起到一定的

促进作用。2007年底获批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加之国家级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及成渝经济区

的建设等，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空间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沿江内陆拓展。 

缩小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的互动格局，是长江经济带整体发

展的本质所在。上游的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成渝经济区的双核带动作用，推动黔中和滇中区域性城市群发展
［1］

，发挥比较优

势，依托西部的广阔腹地，增强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积极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和发展加工贸易，

同时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现代特色农业发展水平。中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好与东部地区毗邻优势，积极与东部地区进行产

业转移跨区域合作，推动产业协同发展，特别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应主动打破行政界线的束缚，建立全方位、深层次战略

合作的长效机制，实现联动发展。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是长江经济带整体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发展中既要调整好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更要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发挥自身资本、技术等强大优势，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增强

产业的输出和区域间要素流动，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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